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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补偿扶贫背景下农户生计资本影响因素研究

吴　乐,靳乐山

(中国农业大学 人文与发展学院/中国生态补偿政策研究中心,北京１００１９３)

摘　要　随着“生态补偿脱贫一批”的提出,生态补偿被赋予了扶贫解困的新使命.量

化研究生态补偿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有利于揭示现有生态补偿政策的实际扶贫效果.
基于英国国际发展部提出的可持续生计框架,构建测度指标测算了贵州省３个贫困县４３２
个农户样本的生计资本,通过似不相关估计分析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参与

生态补偿政策农户的总体生计资本水平低于未参与政策农户,其中参与政策农户的自然资

本高于未参与政策农户,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低于未参与政策农户.不同类型的

补偿方式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差异明显,现金型直接补偿侧重于增加农户用于发展的物

质条件、改善农户生产生活的脆弱性背景,而公益岗位型间接补偿则有利于提升农户的内生

发展能力,两者在促进农户的生计资本建设上具有一定的互补性.为此,在贫困地区需要进

一步加大生态补偿的公共财政投入,并充分发挥不同补偿项目的协同作用,让农户真正从生

态保护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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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生态环境问题的涌现,生态文明建设受到高度重视.作为生态文

明建设的重要制度保障,生态补偿机制是一项具有经济激励功能的政策工具,通过协调生态环境保护

和建设各相关方之间的利益关系,可以提高生态环境的承载力,有效遏制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破

坏,使原本脆弱并已失衡的生态系统逐步得以恢复与重建,其已成为我国协调区域利益、保障重点生

态功能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
在我国,大部分贫困人口生活在生态脆弱的生态功能区,由于自身发展的资源不足,又要承担保

护生态环境的公共责任,导致其承担了巨大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从而陷入了贫困的境地.因此,
对于处在生态脆弱区域内的贫困人口要根据其做出的生态贡献进行相应的补偿,弥补其因参与生态

环境保护和建设而丧失的发展机会.通过现金直接补偿、生态公益岗位间接补偿等方式使贫困人口

获得更多可用于发展的资源,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高区域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能

力,达到扶贫解困的效果.生态补偿把生态保护和缓解贫困两个目标相结合进行统筹考虑,将有助于

解决我国西部地区的生态贫困问题,对于当前扶贫攻坚战的顺利推进具有重要意义.
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会使农户改变原本的农业生产活动,因此生态补偿对农户产

生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农户的生计决策上.在基于生计思想的 DFID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中[１],生计

资本是影响农户生计决策的关键因素,生计资本存量及其组合状态不但决定了农户生计活动的选择

范围,还影响着农户自我保护的生计能力强弱,生计资本减少会使农户的生计脆弱性增大,进而陷入

贫困状态[２Ｇ４].有学者指出,贫困地区农户的生计资本配置和转换上的约束是长期影响农户脱贫的主

要原因[５].要考察生态补偿与缓解贫困之间的关系,有必要从农户生计资本的角度出发,研究贫困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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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的生计资本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考察现有生态补偿政策对农户生计资本产生的影响.
关于生态补偿实施对农户生计资本产生的影响.张丽等利用可持续生计框架对甘南黄河水源补

给区退牧还草工程实施前后农户的生计资本水平进行测算,发现生态补偿后农户生计总资本显著增

加,除自然资本下降外,其余各类生计资本均增加,生态补偿对农户生计资本结构、生计资本关系的影

响存在区域差异性[６];杨佰林等发现西南喀斯特山区退耕区域内,从纯农户、农业主导户、非农主导户

到弃农农户,生计资本水平依次提高,特别是人力资产、金融资产和社会资产[７];王成超等利用可持续

分析框架对福建省长汀县２０００年以来各种生态补偿措施对农户生计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表明

现金补偿部分缓解了因封山育林等措施给农户生计带来的负面影响,实物补偿提高了参与政策农户

的物质资本水平[８];杨皓等通过比较保定市涞水县退耕还林前后农户生计资本的变化,发现退耕还林

的实施会对农户的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产生影响,对其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影响不明

显[９].已有研究多是通过描述性统计或计量经济学模型对参与政策前后农户的生计资本进行比较,
缺乏对不同补偿方式与各种生计资本之间关系的分析,无法解释政策对各种生计资本的具体影响.
因此,本文基于英国国际发展部提出的可持续生计框架,使用２０１６年７月在贵州省实地调研所获取

的农户生计相关数据,对调研农户的生计资本进行评估,通过似不相关法研究影响农户生计资本变动

的主要因素,重点关注生态补偿中现金直接补偿和岗位型间接补偿两种方式分别对农户生计资本产

生的影响.

　　一、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１．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项目课题组于２０１６年７月在贵州省黄平县、威宁县、大方县的１２个镇、２４个村

进行的实地调查.贵州是全国脱贫攻坚主战场,其目前仍是全国贫困人口最多、贫困面最宽、贫困程

度较深的省份,全省贫困发生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整体扶贫攻坚难度较大.另外,作为全国唯一没

有平原支撑的省份,贵州的发展面临着土地贫瘠、石漠化等众多难题.贫困问题和生态问题相互交

织,亟待同时满足生态保护和扶贫解困的生态扶贫方法,达到“一石二鸟”的效果.
本次调查所选三县均为国家级贫困县,同时三县位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内,区域性贫困程度较

高,生态环境脆弱,农户的生计脆弱性较大,能较好反映当前生态补偿政策的实际扶贫效果.调查主

要通过三个层面进行:一是与涉及制定、执行生态补偿政策的政府部门进行座谈,调研组先后进行省

级座谈１次,州级座谈１次,县级座谈３次,了解当地生态补偿政策实施的相关情况,以及当地农业生

产、农民生活的基本状况.二是与每个调研村的村干部进行村级访谈,了解该村的基本情况;三是农

户层面的入户调查,通过调研员与农户座谈的方式发放问卷获取农户生计资本评估数据,并选择一些

农户(如村干部、种养殖大户等)作为典型户进行深入访谈.调查采取分层随机抽样方式,首先在每个

县随机选取样本乡(镇),然后在每个样本乡(镇)选取样本村,最后在每个选中的样本村中随机选取

３０户左右农户展开调查.调查最终获得有效问卷４３２份.
调研地主要实施直接补偿到农户的现金型直接补偿为退耕还林项目和公益林补偿,退耕还林的

补偿标准为第一轮退耕还林每亩每年补偿１１９．５元,新一轮退耕还林(２０１５年开始实施)每亩每年补

偿２４０元.公益林补偿标准:(１)国家级公益林补偿每亩每年１５元.(２)地方级公益林补偿每亩每年

８元.岗位型间接补偿主要为参与生态保护项目担任相关生态保护岗位获得的工资,如担任退耕还

林、公益林、天保工程项目的护林员等,岗位工资每月在６００~８００元之间,有防火季节的临时性岗位

和常年固定性岗位两种,临时性岗位每年工作３个月左右,固定性岗位每年工作１２个月.

２．指标构建

(１)生计资本的指标选取和量化.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中,农户

的生计资本包括五方面的内容,分别是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本文根

据已有文献的研究成果[１０Ｇ１４]并结合调研地的实际情况,对五类资本进行指标选取和量化.

①自然资本指标.自然资本指农户生产过程中拥有的自然资源,主要包括耕地、林地、草场等,由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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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调研地为南方农区,农户拥有的土地资源主要为耕地和林地,而农户拥有的耕地资源又分为旱地和

水田两种,因此自然资本的测量指标定义为人均水田面积、人均旱地面积和人均林地面积３个指标.

②人力资本指标.人力资本指农户拥有的劳动力、知识水平和劳动技能等,其数量和质量会直接

影响农户对其他资产的运用以及生计策略的选择,人力资本的缺乏是导致农户陷入贫困的主要原因

之一.本文把人力资本细化为家庭整体劳动力、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劳动力手艺情况以及劳动力参加

培训情况４个指标.家庭整体劳动力的赋值根据年龄和参加劳动的实际情况确定;劳动力受教育程

度依据专科、高中、初中、小学进行衡量.

③物质资本指标.物质资本指农户用于生产生活的基础设施和物质工具,本文将农户家庭拥有

的畜禽数量、家庭固定资本、家庭住房作为衡量物质资本的指标.

④金融资本指标.金融资本指农户在生产和生活中可支配和可筹措的资金,主要包括:农户进行

生产活动获得的现金收入,从金融机构和其他个人处获得的贷款、无偿援助.本文将农户家庭人均现

金纯收入、获得信贷的机会(包括金融机构和其他个人)和获得无偿现金援助的机会作为衡量金融资

本的３个指标.

⑤社会资本指标.社会资本指农户为了进行生计活动而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和关系网络.在农

村社区,家庭中是否有成员担任村干部体现了其在村集体中的社会地位,农户是否参与社区组织体现

了农户的社会活动能力,农户在村里的亲戚情况反映了农户在村里的关系网络强弱程度.基于此,本
文针对农户社会资本的衡量主要包括３个指标,分别是领导能力、参与社区组织(包括合作社、文艺队

等)、本村的亲戚圈.具体指标评价体系见表１.
表１　农户生计资本指标、权重和指标说明

类型 测量指标 符号 权重 指标说明

自然资本

水田 I１ ０．１０７ 人均水田面积/公顷

旱地 I２ ０．０４７ 人均旱地面积/公顷

林地 I３ ０．０５７ 人均林地面积/公顷

人力资本

劳动力 I４ ０．００８ 全劳动力赋值为１;半劳动力赋值为０．５;非劳动力赋值为０

受教育程度 I５ ０．００９
文盲赋值为０;小学赋值为０．２５;初中赋值为０．５;高中赋值为

０．７５;专科以上赋值为１
手艺情况 I６ ０．０７９ 家庭劳动力有特殊谋生手艺赋值为１;没有赋值为０
技术培训 I７ ０．０９５ 家庭劳动力接受技术培训赋值为１;没有赋值为０

物质资本

畜禽数量 I８ ０．０８６ 牛赋值为１;猪赋值为０．５;鸡/鸭赋值为０．２５

固定资本 I９ ０．００６
家庭所拥有的固定资本项数占问卷中列举的１７种资产选项
的比例

家庭住房 I１０ ０．００７

根据住房类型和住房面积进行计算.在住房类型中,混凝土
房赋值为１;砖瓦/砖木房赋值为０．７５;土木房赋值为０．５;茅
草房赋值为０．２５.在住房面积中,五间房及以上赋值为１;
４间房赋值为０．７５;３间房赋值为０．５０;２间房赋值为０．２５;
１间房赋值为０.两者各占５０％权重

金融资本

现金收入 I１１ ０．０５９ ２０１５年家庭人均现金纯收入/元

借贷情况 I１２ ０．０３２
由民间借贷和金融机构借贷组成,家庭有民间借款赋值１;没
有赋值０.有金融机构借款赋值为１;没有赋值为０.两者各
占５０％权重

无偿现金援助 I１３ ０．１６７
２０１５年获得政府无偿现金援助的情况,获得赋值１;没有赋
值为０

社会资本

领导能力 I１４ ０．０９２ 家庭里有村干部赋值为１;没有赋值为０
社区组织 I１５ ０．１１４ 参加社区组织赋值为１;不参加赋值为０
亲戚圈 I１６ ０．０３６ 本村里有血缘关系的亲戚数量

　　在构建指标评价体系以后,本文采用熵值法确定各指标对应的权重值,熵值法是一种客观赋权

法,其可以有效避免人为评价带来的主观影响.熵值法的具体核算步骤参见文献[１５],得出的各项指

标权重值见表１.因为各测量指标数据的类型、量纲和数量级存在差异,所以在加权求和前需要进行

标准化处理,本研究采用极差标准化法对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处理方法如下: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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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j＝
Xij－Xjmin

Xjmax－Xjmin
(１)

式(１)中:Zij为标准化处理后的值,Xij为第i个农户第j项指标的实际值,Xjmax为第j项指标中

的最大值,Xjmin为第j项指标中的最小值.最后农户各种生计资本的评价值由各测量指标的标准化

值及其对应的指标权重加权求出.
(２)变量选择.结合调研地的实际情况,本文将对农户生计资本产生影响的各种潜在因素分为家

庭因素、社区因素和政策因素三类,具体变量的设置和取值见表２.
家庭因素包括了家庭成员平均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规模、外出务工情况、劳动力情况、健康状

况、负担比,以及家庭的地理位置.其中家庭成员平均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规模、外出务工情况、劳
动力情况、健康状况、负担比可以反映整个家庭获取生计资本的能力大小,家庭的地理位置反映了其

特定的生存条件和自然资源禀赋情况.
社区因素包括农户所在村的人均年收入的对数和所在村到镇上的距离两个指标.农户所在村的

人均年收入水平反映了当地农户整体的生活水平以及该村的经济发展状况;而农户所在村到镇上的

距离反映了农户到公共设施完善、商品交易活跃的乡镇中心进行农林产品出售、从事二、三产业经营

以及购买家庭生活用品的便利程度,其会对农户的生计资本获得和转换产生重要影响.
政策因素包括农户是否参与生态补偿政策以及参与政策的类型和参与程度.为了分别考察现金

型直接补偿和岗位型间接补偿对农户生计资本产生的影响,本文设置三个指标表示农户参与退耕还

林、公益林补偿和生态公益岗位的情况,分别为农户家庭拥有林地中涉及退耕还林的面积、公益林的

面积以及农户是否在从事生态公益岗位.
表２　自变量设置及相关特征

变量名称 定义 均值 标准差

家庭因素

年龄 家庭平均年龄 ５０．０４ １２．３６
受教育程度 家庭所有成员平均受教育程度 ６．２３ ３．９３
家庭规模 家庭人口总数 ４．５８ １．９０
外出务工情况 家庭成员中外出务工人数 ０．７１ ０．８７
家庭劳动力情况 家庭劳动力人数 ２．４０ １．２２
家庭健康状况 家庭所有成员整体健康状况 ０．９４ １．３６
负担比 家庭中非劳动力数量占家庭总人数的比例 ０．４４ ０．２７
县控制变量 － ２．２７ ０．８１
镇控制变量 － ７．０９ ３．６２
村控制变量 － １３．６５ ７．３０
社区因素

到镇上距离 家庭所在村到镇上的距离/公里 ７．７８ ４．２３
人均年收入 家庭所在村的人均年收入对数 ８．６３ ０．４０
政策因素

退耕还林政策户 家庭参与退耕还林政策的面积 ４．１６ ５．９５
公益林政策户 家庭参与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政策的面积 ８．８３ ２６．１６
生态公益岗位户 农户是否参加生态保护公益性岗位项目 ０．１０ ０．３０

　注:家庭劳动力指家庭中参加农业生产或非农经营活动的家庭成员;在家庭健康状况的赋值中,０表示家庭成员全部健康;若不是

全部健康,则家庭总体健康情况计算方法为有轻微病症人数×１＋丧失劳动能力人数×２.

　　３．研究方法

在建立指标评价体系量化农户的生计资本以后,本文使用调研获取的农户样本数据构建生计资

本影响因素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并重点关注生态补偿政策对农户各生计资本的影响.由于被解释变

量是五种生计资本,需要建立五个方程来考察不同生计资本变动的影响因素,考虑到各生计资本之间

可能存在相互影响,导致各方程之间扰动项存在相关性,如果使用经典 OLS回归将不能很好地解决

这个问题.为了系统地减少方程间误差项扰动带来的估计偏误,提高估计效率,研究中采用似不相关

回归模型(seeminglyunrelatedregressionestimationmodel,SURE)将各生计资本的影响因素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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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联合估计,具体回归的实现,通过Stata１４软件进行.

　　二、结果与分析

　　１．生计资本的量化结果

根据构建的生计资本指标框架和量化标准,得到了调研样本中参与政策农户和未参与政策农户

的家庭生计资本量化结果,表３为政策户和无政策户生计资本的比较情况.
表３　政策户与无政策户各类型生计资本比较

生计资本类型
生计资本值

样本总体 参与政策农户 未参与政策农户
t检验

自然资本 ０．００８２ ０．００９０ ０．００５６ ６．０５∗∗∗

人力资本 ０．０４７０ ０．０４４７ ０．０５４２ －２．３９∗∗

物质资本 ０．００７６ ０．００７１ ０．００８９ －１．５４
金融资本 ０．０２２２ ０．０２２６ ０．０２１０ ２．３９∗∗

社会资本 ０．０４１０ ０．０４１０ ０．０４１０ １．８３∗∗

　注:∗∗∗ 、∗∗ 、∗ 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的水平上显著,t检验用于检验均值.

　　如表３所示,从样本总体来看,调研区域内农户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水平较高,而自然资本和

物质资本相对匮乏.通过政策户和无政策户的对比发现:参与政策农户的生计资本水平比未参与政

策农户低,其中,政策户的自然资本水平显著高于无政策户,这主要是因为农户参与政策后拥有了更

多的林地资源,而林地资源在农户自然资本评价指标中的权重最大,所以其自然资本水平也更高;政
策户的人力资本水平低于无政策户,表明之前以现金补偿为主的生态补偿政策没能很好地帮助农户

进行人力资本建设,农户放弃原有的农业生产活动后,缺乏相应的非农技术培训,人力资本水平增长

缓慢;政策户的金融资本水平高于无政策户,这可能是因为政策户获得了补偿资金,家庭收入提高,以
至于金融资本水平较高;参与政策农户的社会资本水平和未参与政策农户一样,说明生态补偿政策的

实施对农户的社会资本水平没有产生明显影响;政策户的物质资本均值低于无政策户,但是没有通过

t检验.

２．生计资本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通过建立农户生计资本模型来分析不同因素对农户各生计资本的影响程度,并着重考察不

同类型的生态补偿政策对农户各生计资本的影响.把农户的五种生计资本量化值作为因变量,以表

２中家庭因素、社区因素和政策因素包括的各项指标作为自变量进行似不相关回归,具体回归结果见

表４.
如表４所示,生态补偿政策主要对农户的自然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产生显著的

影响,但对物质资本的影响不明显.具体而言,现金型直接补偿中的退耕还林政策主要对农户的自然

资本和金融资本有正向影响,其对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影响不明显;公益林补偿政策主要对农户的自

然资本水平产生正向影响,对其他资本的影响不显著.生态公益岗位型补偿主要对农户的人力资本

和社会资本产生明显的正向影响,其对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影响不明显.综合来看,不同类型的补

偿方式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差异明显,现金型直接补偿侧重于增加农户用于发展的物质条件、改善

农户生产生活的脆弱性背景,而公益岗位型间接补偿则有利于提升农户的内生发展能力,两者从不同

方面促进农户的生计资本建设,具有一定的互补性.
在家庭因素中,家庭平均年龄对农户的人力资本、金融资本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其他资本影响

不明显,这是因为家庭成员平均年龄主要与家庭整体劳动生产能力有关,家庭的劳动生产能力随着家

庭平均年龄的增加而降低,而家庭收入与家庭劳动能力直接相关,随之同向变化;家庭成员平均受教

育程度对农户的物质资本、社会资本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其对社会资本的影响更大,说明教育不

仅可以提高农户的人力资本水平,其对农户用于生产生活的物质资源积累和可利用的社会网络构建

也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其原因可能是家庭成员平均受教育程度越高,学习获得的知识和技能可以支持

其进行更多样化的生计活动,收入渠道较多,所以家庭物质生产生活条件更丰富.同时,学历更高的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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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生产技术熟练者往往更有机会在村内担任干部或作为社区组织的管理者,所以社会资源较为丰

富;家庭规模对农户的金融资本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自然资本有负向影响,说明规模越大的家庭,其
收入渠道也更多,所以家庭整体收入水平相对较高,而家庭人均土(林)地资源则较少;家庭外出务工

情况对物质资本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主要是因为家庭成员如果选择外出务工,那么主要的生计策略

选择即为非农劳动为主,其生活和工作的地点主要位于乡镇以上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则对于农村老

家的基础设施和物质生产工具就会减少投入,家庭物质资本水平因此下降;家庭负担比对自然资本有

负向影响,可能原因是家庭非劳动力越多,则家庭对外流转土地的可能性也提高,自然资本因此减少;
家庭劳动力情况、家庭健康状况对所有生计资本的影响都不明显.在地理因素中,县、镇、村三个控制

变量对农户的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产生了一定影响,这表明不同区域的地理特征(如交通

便利程度、特定的农业生产条件等)也是影响农户生计资本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社区因素中,农
户家庭到镇上的距离对人力资本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表明距离区域内发达中心的远近程度是影响农

户人力资本的重要因素,两者存在负相关关系;社区人均年收入水平对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有显著的

正向作用,这说明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人们对于医疗和教育的投入更多,同时对于区域内社会网络

的构建也较为重视,从而提高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水平,而经济发达地区较为普遍的土地流转行为

可能是其对自然资本存在负向作用的原因.
表４　生计资本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自变量
模型１自然资本

(N)
模型２人力资本

(H)
模型３物质资本

(P)
模型４金融资本

(F)
模型５社会资本

(S)

家庭因素

年龄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１∗∗∗ －２．８４eＧ０６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２
受教育程度 ０．０００１ —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５１∗∗∗

家庭规模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５∗ ０．００４６
外出务工情况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４７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６５
家庭劳动力情况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７８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４１ －０．００１７
家庭健康状况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８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３
负担比 －０．０１０７∗∗ ０．００９５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４２ －０．０１０１
县控制变量 －０．０１１０∗∗∗ －０．００３９ －０．００１９∗ －０．０１６７∗∗ －０．００５９
镇控制变量 －０．００４８∗ ０．０１１５ ０．００１７ ０．０１６３∗∗ ０．００５５
村控制变量 ０．００２５∗∗ －０．００５０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８∗ －０．００３２
社区因素

到镇上距离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２∗∗∗ ４．６７eＧ０６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１
人均年收入 －０．００４３∗∗ ０．０１６５∗∗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３２ ０．０１３８∗

政策因素

参与退耕还林面积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００６
参与生态公益林面积 ０．００１７∗∗∗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６
生态公益岗位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４∗∗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３∗∗∗

R２ ０．３５９９∗∗∗ ０．１５４１∗∗∗ ０．０８３６∗∗∗ ０．０６３７∗∗ ０．２０３７∗∗∗

　注:∗∗∗ 、∗∗ 、∗ 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水平上显著;由于人力资本指标包括了受教育程度,在人力资本影响因素模型中没有包
括以上指标.

　　三、结论与讨论

　　本文采用似不相关回归分析了调研区域内农户的生计资本的影响因素,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参
与生态补偿政策农户的整体生计资本水平低于未参与政策农户,其中参与政策农户的自然资本高于

未参与政策农户,而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低于未参与政策农户.第二,不同类型的补偿方

式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差异明显,现金型直接补偿项目主要对农户的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有显著

的正向影响,而生态公益岗位型补偿主要对农户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产生明显的正向影响,两者在

促进农户的生计资本建设上具有一定的互补性.
多年来,我国政府一直在进行生态补偿探索,并且已经取得了较大进展,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的

改善.但是由于原有的政策设计中更多的关注于相应的生态系统保护状况,对减贫的考虑不足,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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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主要以农户拥有的自然资源禀赋情况作为补偿依据,导致拥有自然资源较少或不拥有自然资源

的许多贫困农户被限制在政策门槛之外,难以从参与政策中获益,造成了生态补偿扶贫的现实困境.
自２０１４年起,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贫困人口精准识别活动,基本摸清了我国贫困

人口分布、致贫原因以及脱贫需求,弄清楚了到底“扶持谁”的问题,这也为生态补偿扶贫困境的破解

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基于识别出的贫困人口,优先让其担任生态公益性岗位的岗位型补偿是有效

突破自然资源禀赋限制的有效手段,可以更好地实现政策对贫困人口的瞄准.而且根据本文的研究

结果,现金型直接补偿侧重于增加农户用于发展的物质条件、改善农户生产生活的脆弱性背景,而公

益岗位型间接补偿则有利于提升农户的内生发展能力,两者在促进农户的生计资本建设上具有一定

的互补性.所以在进一步加大对贫困地区生态补偿资金投入的基础上,各类生态保护区应进一步增

加完善生态保护公益岗位的设置,鼓励国有林场、国家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等单位,优先聘用周边贫

困农民从事生态保护岗位,将促使更多的贫困人口真正从生态保护中获益.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生
态公益岗位要求农户具备相应的工作能力,而贫困人口的致贫原因多样,不一定都能适合生态保护岗

位,如因病致贫的贫困人口就不一定能进行巡山、防火等工作.因此,基于贫困人口不同的致贫原因,
探索建立包括资金补偿、担任生态保护岗位、就业技能培训、产业补偿等多种方式在内的综合补偿方

式,将是生态补偿扶贫需要进一步考虑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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